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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行政区划造成的文化分割
会影响区域经济吗？

高　翔　龙小宁①＊

摘　要　现行 “省制”一级行政 区 划 打 破 了 区 域 文 化 分 布，造

成很多地区被分割出自己所属的区域文化而划分到 其 他 省 之 中。这

些被分割地区与本省主流文化之间存在文化冲突，与 持 相 同 文 化 的

邻省之间又被设置了地方保护壁垒，无论与哪一方进 行 经 济 合 作 和

贸易往来交易成本都会更高，从而经济发展 受 到 限 制。本 文 以 大 类

方言区作为区域文化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这种文化 分 割 所 造 成 的

省内文化差异确实会显著降低被分割地区的当代经 济 发 展 水 平，并

且这种负面影响随邻省地方保护主义水平的提高而 加 重，随 被 分 割

地区划入当前省份的历史的延长而减轻，行政区划对 区 域 文 化 的 打

乱与地方保护主义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关键词　文化分割，区域经济，方言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一、引　　言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 迥 异，再 加 上 历 史 上 多

次大规模移民的影响，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如关东文化、岭南

文化、吴越文化等。不同区域文化之间在语言、风俗传统、行为准则 和 道 德

规范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现行省级行政区划没有很好地考虑

这种文化差异，经常出现属于同一区域文化的地区被分割到两个甚至多个省

份的情况。比如，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与浙江省同属于 吴 越 文

化，使用的方言都是吴语，却被划入江苏省；安徽淮河以北地区基本上与河

南、山东西部同属于中原文化，却被行政区划分割开来；徽文化的主体在皖

南，而属于徽文化的婺源县被 划 入 了 江 西 省，淳 安、建 德 两 县（市）长 期 属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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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一般来说，在每个省中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大部分地区和人口持有

的文化可以被认为是该省的主流文化，而其他被分割出自己所属的区域文化

划入到这个省的地区所持有的文化则可能与该省的主流文化之间存在很大的

差异。

当主要经济形态是小农经济或者是政府干预很少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时，省级行政区划对文化布局的分割以及由此带来的省内文化差异并不会对

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的古代，不同地区之间

的经济往来很少，人们之间的 交 往 主 要 限 于 本 府（州），甚 至 本 县 范 围 内，省

级行政区对区域文化的分割不会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而当经济体

是一个发达的完全由个体决策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时，各经济参与人可以完

全依据市场规则在各个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指导下进行最优决策，属于相同

区域文化的地区拥有相同或类似的风俗习惯、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相互间

更容易产生信任，因此交易成本更小，可以进行更多的经济合作，是否隶属

于同一省级行政区并不会对此产生影响。

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虽然整体

而言中国经济已经主要是由市场价格力量支配资源配置，但是在社会经济生

活的各个领域中各级政府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治

理体制虽然 可 以 刺 激 地 方 政 府 发 展 经 济 的 热 情 并 获 得 了 高 速 的 ＧＤＰ增 长

（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但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各地出

于经济和财政利益（沈立人和戴园晨，１９９０　

①１
　

），政治晋升（周黎安，２００７　

②２
　

）等

原因纷纷进行激烈的经济竞赛，通过经济、行政、司法等各种渠道制造省际

贸易壁垒（Ｂ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龙小宁和王俊，２０１４　

③３
　

），甚至不惜以两败俱伤的

方式谋求本省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周黎安，２００４　

④４
　

），并由此产生了地方保护、

区域市场分割等一系列问题。

在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省级行政区划对地方文化的分割就

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一方面，被分割出自己所属区域文化的地区与

本省主流文化之间存在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非正式制度冲突和不

信任都会增加经济交往中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被分割城市与持相同文化

的邻省其他城市之间又因为属于不同的省份而面临各类分割市场的地方保护

主义壁垒，因此无论与哪一方进行经济贸易合作，贸易成本都会更高。而贸

易机会和经济合作减少的直接影响就是这些地区不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分

①

②
③

④

１ 沈立人、戴园晨，“我国‘诸 侯 经 济’的 形 成 及 其 弊 端 和 根 源”，《经 济 研 究》，１９９０年 第３期，第１２—１９
页。
２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７期，第３６—５０页。
３ 龙小宁、王俊，“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基于知识产权案例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第３—１８页。
４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经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第３３—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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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专业化水平更低，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受到严重阻碍。在此基础上，本文

提出并检验下面的命题：省级行政区划对地方文化的分割所造成的省内文化

差异与邻省地方保护相结合会使被分割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落后于其他

地区。以大类方言区作为区域文化的代理变量，我们发现省内文化差异确实

会显著降低被分割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控制其他重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
这些地区的人均ＧＤＰ比其他城市平均约低１５％，并且这种负面影响随邻省地

方保护主义水平的提高而加重，随被分割地区划入当前省份的历史的延长而

减轻，支持了文化分割与地方保护相结合损害区域经济发展的假说。
在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研究中，国际间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

绩效的影 响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主 题（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１９８０；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Ｕｎｇｓｏｎ，１９９７；

Ｍｅｚｉ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Ｇｕｉ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其中也不乏关于中外文化距离对中国

外资及合资企业绩效的影响的研究（Ｌｕｏ　ａｎｄ　Ｐｅｎｇ，１９９９；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潘

镇等，２００８　

①５
　

）。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中国内部文化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

的关系。
　

②６
　

在地方保护研究方面，已有文 献 从 经 济 和 财 政 分 权（沈 立 人 和 戴 园

晨，１９９０）、产权制度（张维迎和马捷，１９９９　

③７
　

）和政治晋升（周黎安，２００４）等

角度解释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原因，也有大量实证文献研究了中国各地

区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程度、趋势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的影响

（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０；Ｐｏｎｃｅｔ，２００３，２００５；陆 铭 和 陈 钊，２００９　

④８
　

；高 翔，２０１４　

⑤９
　

）。
这些文献基本上都是以省为研究对象，并且更多的是关注每个省的地方保护

水平对自身经济增长的作用。与这些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的问题是邻省地方

保护对本省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特别是邻省地方保护对不属于本

省主流文化的被分割地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虽然关于行政区划调整和地方自主权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问题已有

大量文献（史宇 鹏 和 周 黎 安，２００７　

⑥１０
　
；王 贤 彬 和 聂 海 峰，２０１０　

⑦１１
　
；Ｌａｗ等，

２０１５　

⑧１２
　
），但这些研究都没有关注文化在行政区划调整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

关系中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另外，很多经济地理文献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５ 潘镇、殷华方、鲁明泓，“制度距离对于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管理世界》，２００８年第７期，第１０３—１１５
页。
６　 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讨论了中国方言和文化多样性对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匹配质量的影响，但没有实证
支持。
７ 张维迎、马捷，“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经济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６期，第１１—２０页。
８ 陆铭、陈钊，“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经济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４２—５２页。
９ 高翔，“跨行政区水 污 染 治 理 中‘公 地 的 悲 剧’———基 于 我 国 主 要 湖 泊 和 水 库 的 研 究”，《中 国 经 济 问
题》，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２１—２９页。
１０史宇鹏、周黎安，“地区放权与经济效率：以计划单列市为例”，《经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１７—２８
页。
１１王贤彬、聂海峰，“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管理世界》，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４２—５３页。
１２　Ｌａｗ、李云森、龙小宁，“城市经济自主权和城市规模扩张———以中国的计划单列市政策为例”，工作论
文，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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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行政区划的研究（刘君德等，１９９９　

①１３
　
；金太军，２００３　

②１４
　
；金太军 和 汪 渂

艳，２００６　

③１５
　
）明确指出了省级行政区划打破人文地理单元造成 “犬牙交错”等

妨碍地方经济 发 展 的 问 题，但 是 这 些 研 究 仅 限 于 理 论 陈 述，缺 乏 实 证 依 据，
而本文研究被分割地区受省内文化差异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以及在邻省不同

的地方保护水平下行政区划打乱区域文化分布的影响，从而可以对这些文献

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文章接下来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通过回顾相关文献来讨论文化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描述我国省内文化差异形成的历史原因并介

绍本文中文化差异的度量指标；第四部分提出本文将要检验的理论假说，并

阐述将要使用的计量模型以及实证检验将使用的数据；第五部分则报告实证

结果，并进行有关机制和其他可能解释的讨论；第六部分给出简短的结论和

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化距离与交易成本：文献评述

分工和交易是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巨额跨地区和跨国的

贸易与投资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分工能否深化，交易能否

扩大都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这时文化的异同就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文化

相同的人们之间容易产生信任，从而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和生产率的

提高；相反，文化之间的冲突则可能增加交易成本进而阻碍专业化水平的深

化和经济的增长。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这不

是本文所关注的文化概念。本文使用的是一个较狭义的文化概念，主要指人

们在长期的生活和日常交往中形成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比较

接近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０）提出的非正式制度的内容。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０）在分析制度对经济

发展的作用时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正式制度主要指各类

成文的法律、法规，而非正式制度是文化中的风俗习惯、道德准则和行为规

范等内容。正式制度往往是对非正式制度中得到普遍接受和遵守的部分通过

文字进行强化，只有与非正式制度一致的正式制度才能得到较好的实施，而

与非正式制度冲突的正式制度的执行成本往往是非常高昂的，因此在社会经

济中对人们的行为起主要约束作用的是非正式制度而不是正式制度。
文化影响交易成本和经济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对人们之间信任水平的

影响。相互信任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Ｋｎａｃｋ
ａｎｄ　Ｋｅｅｆｅｒ，１９９７；Ｐａｘｔｏｎ，１９９９）。Ｄｅｌｈｅｙ　ａｎｄ　Ｎｅｗｔｏｎ（２００５）指出影响社会

①
②
③

１３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中国政区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１４金太军，《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１５金太军、汪渂艳，“现行省级 行 政 区 划 改 革 的 系 统 思 考”，《南 京 师 大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０６年 第１
期，第１０—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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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社会距离，而社会分化一般都伴随着低水平的社会信

任，很多实证研究表明种族多样性会降低社会信任的水平（Ｋｎａｃｋ　ａｎｄ　Ｋｅｅｆｅｒ，

１９９７；Ｚａｋ　ａｎｄ　Ｋｎａｃｋ，２００１；Ｋｎａｃｋ，２００３；Ｚｅｒｆ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虽然绝大部

分生活在我们样本中的地区的居民都是汉族，但是不同地方文化的人群往往

具有相互不同的方言、习俗、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等，所有这些特征的差别

都有可能产生社会分化，降低省内不同文化地区之间社会信任的水平。王茂

福等（１９９９）　

①１６
　研究了远距离跨区域文化的水库移民与当地居民文化冲突的问

题，发现移民与当地居民在方言、耕作方式、饮食习惯、婚 丧 风 俗、民 间 文

艺等诸多文化元素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而这些差异严重影响了水库移民与

当地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并经常引发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还导致很多移民

放弃国家补偿回迁故乡。所以作为非正式制度冲突的文化差异可以从不同角

度降低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对于每个省的不同地区而言，文化相同或相似

的人群之间 的 信 任 水 平 更 高，而 属 于 不 同 区 域 文 化 的 地 区 之 间 的 信 任 水 平

较低。
另一方面，很多研究都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信任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合作（Ａｘｅｌｒｏｄ，１９８４；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１９８８；Ｏｓｔｒｏｍ　ａｎｄ　Ｗａｌｋｅｒ，２００３）。使

用实验方法，Ｂüｃｈｎ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发现在诱导需要合作并支付成本的行动中

信任可以起到和激励契约同样好的作用。Ｂｊｒｎｓｋｏｖ（２００９）还发现社会信任能

够降低聘用高教育水平人员时的交易成本。Ｇｕｉ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利用世界价值

观调查（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ＷＶＳ）衡量欧盟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水平，研

究发现共同的文化基础可以有效地加深两国人民之间互相信任的水平，并且

信任水平的提 高 可 以 促 进 相 互 间 的 贸 易 和 投 资。在 管 理 学 领 域，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１９８０）开创性地从权利距离、不 确 定 性 厌 恶 程 度、个 体 主 义 还 是 集 体 主 义 和

性别角色差异这四个维度测量了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从而使衡量国家间文

化差异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Ｂａｒｋｅｍ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研究了文化距离对跨国

公司寿命的影响，发现与东道国文化差异大的外资企业更有可能撤资或者解

体。另外，在对中国外资企业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无论是法律等正式制度

的差别还是作为非正式制度冲突的文化差异，制度距离都对外资企业的绩效

具有重要影响（Ｌｕｏ　ａｎｄ　Ｐｅｎｇ，１９９９；潘镇等，２００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认

为文化相同和类似的人们之间信任水平更高，进行贸易和合作的交易成本更

低，从而有利于经济交往和发展。
下文中我们将以中国各地区为例，为文化的异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提供实证依据。具体来说，我们探讨中国各省中的文化分割地区与本省其他

地区在文化上存在的显著差异是否会导致相互之间的信任水平更低而交易成

①１６王茂福、黄勤、丁力先，“区域文化差异对远迁水库移民返迁的影响”，《人口与经济》，１９９９年第１期，第

４３—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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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更高，并进一步造成这些地区面临更高的省内贸易成本。
　

①１７
　接下来的第三部

分先介绍中国省内文化差异的形成与度量指标，之后的第四和第五部分将讨

论实证研究的数据、方法和结果。

三、中国省内文化差异的形成和度量

在唐朝以前我国行政体系主要实行郡（州）县两级制，由于郡（州）的数量

过多，管理幅 度 过 大，唐 朝 时 开 始 尝 试 实 际 的 三 级 管 理 体 制。唐 朝 按 长 江、
黄河、秦岭、剑阁等主要山川河流地理屏障将全国分为１０—１５个 “道”，这

种划分思路尽可能保证了同一区域文化归属同一道。北宋在唐朝１５ “道”基

础上继续细分，将其所统治的 范 围 划 分 成２４个 “路”，而 同 一 历 史 时 期 的 辽

国也按同样逻辑将其统治区域划分为若干个 “道”，这一思路进而被后来的南

宋和金政权沿袭。因 为 区 域 文 化 的 形 成 与 天 然 地 理 屏 障 间 的 密 切 联 系（李 德

勤，１９９５　

②１８
　
），使用这种划分思路虽然不能保证每个一级政区内只有一种区域

文化或者每种区域文化都只在一个一级政区内
　

③１９
　
，但导致的文化分割情况很

少。比如，按照这种思路属于巴蜀文化的现代陕南地区的汉中和安康不会被

划分到陕西省，而属于中原文化的现代安徽和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区也不会与

长江以南的地区属于同一个省，因此一级政区内文化差异比较有限。
但是到了元朝，出于蒙古中央统治集团对地方凭险割据对抗中央的担忧，

一级政区的划分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以天然地理屏障为标准来划分一

级政区 “行省”，而是每个 “行省”内 部 都 横 跨 一 个 或 数 个 大 型 山 脉 或 河 流。
如魏源 《圣武记》中所说：“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

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

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 “元代省的设立立意

在 ‘镇抚’而非 ‘牧民’，省乃 行 政 性 的 军 区。”
　

④２０
　 明 朝 的 一 级 政 区 “布 政 使

司”对元朝的 “行省”进行了细 分，但 打 破 地 理 单 元 和 区 域 文 化 分 布 的 思 路

没有改变。这种划分省级行政区划的方法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区域文化被分割

到两个甚至多 个 省 之 中，如 中 原 文 化 被 分 割 到 河 南、安 徽 北 部 和 山 东 西 部，
江淮文化被分割到江苏北部、安徽中部以及湖北东部。

也许是此后历代统治者都认为这种划分思路对政权稳定有好处，或者是

路径依赖的因素，明朝行政区划经过清朝、“中华民国”一直延续到现在，除

①

②
③

④

１７关于制度、信任、交易成本和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可以参见Ｂｅｕｇｅｌｓｄｉｊｋ　ａｎｄ　Ｍａｓｅｌａｎｄ（２０１１），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２０１４）。
１８李德勤，《中国区域文化》。太原：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１９比如在北宋时期，江南东路中既有客赣 文 化 也 有 徽 文 化，而 晋 文 化 也 分 布 在 河 东 路、河 北 西 路 和 京 西
北路三个一级行政区之中。
２０转引自谢宝富和武洋（２００４）。谢宝富、武洋，“当代中国行政区划若干问题分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３—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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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改变和个别地区的调整外，基本思路和格局没有再进行过重大改革，使

得很多地区被分割出了自己所属的区域文化而划分到了其他省之中。不管是

因为哪些因素导致的这种继承，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划

分省级行政区划时是极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的，因此一个省内各地区的

文化差异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关系，而一个地区与所在省的主流

文化是否相异也与该地区的经济状况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鉴于很难找到某个文化的具体影响范围，为了度量文化及其差异以进行

系统的计量经济分析，我们没有直接去度量每个城市所属的地方文化，而是

用其所使用的大类方言作为区域文化的代理变量
　

①２１
　
，这样做一来是因为中国

各地不同的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区域文化中最显性和最易被感觉并观

测到的特征，二来是因为在方言研究文献中有细分到县甚至更小范围的方言

分布记录。关于这种做法的合理性，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很

多依据。在历史文化和语言研究中关于中国区域文化和方言的划分暂时还没

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方法，但不同学者的划分基本上是高度类似的，不同划分

之间的细节差异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我们主要是从中借鉴得到普遍接受

的一般划分方法，并且探讨方言能否成为区域文化的合适代理变量。综合李

德勤（１９９５）、陈金川（１９９８）　

②２２
　
、王恩涌（２００８）　

③２３
　
、朱建颂（２００８）　

④２４
　等文献，

汉文化内部 主 要 的 区 域 文 化 有 关 东 文 化、燕 赵 文 化、三 晋 文 化、齐 鲁 文 化、

中原文化、关中文化、甘 陇 文 化、徽 文 化、巴 蜀 文 化、滇 黔 文 化、江 淮 文

化、荆楚 文 化、吴 越 文 化、岭 南 文 化、八 桂 文 化、客 赣 文 化 和 闽 台 文 化。

而根据詹伯慧（１９９１）　

⑤２５
　
、詹伯慧（２００２）　

⑥２６
　
、周振鹤和游汝杰（１９８６）　

⑦２７
　
、颜

逸明（１９９４）　

⑧２８
　等语言文献，汉语内部的大类方言主要有东北官话、北京官话、

晋语、北方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 银 官 话、徽 语、西 南 官 话、江 淮

官话、湘语、吴语、粤语、平话、赣语、客家 话 和 闽 语。从 以 上 区 域 文 化 和

汉语方言的分类可以看出，二者虽然不是完全一一对应，但至少是高度相关

的，不少文献都是同时研究方言和文化，并且很多区域文化研究文献在描述

某个区域文化的影响范围时直接借用该区域文化的方言的使用范围，道理很

简单，因为方言是文化内容中最容易直接观察和度量的。

基于同样的原因，本文也使用大类方言作为区域文化的代理变 量。每 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２１汉语方言的分类法中一级为“大类方言”，二级为“片”，三 级 为“小 片”，“大 类 方 言”的 使 用 范 围 与 区 域
文化的范围大致相当，而“片”和“小片”的范围过小，不适合作为区域文化的代理变量。
２２陈金川，《地缘中国：区域文化精神与国民地域性格》。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２３王恩涌，《中国文化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２４朱建颂，《方言与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２５詹伯慧，《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２６詹伯慧，“方言分区问题再认识”，《方言》，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３４４—３５２页。
２７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２８颜逸明，《吴语概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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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的省会（首府）城市所属的区域文化被界定为该省的主流文化，然

后针对每个地 级 城 市 定 义 一 个 虚 拟 变 量：与 省 会 文 化 是 否 不 同。具 体 而 言，
将每个城市所使用的方言与省会使用的方言进行对比，如果二者属于不同的

大类方言则该虚拟变量的变量值设为１，表示该城市与所在省的主流文化存在

差异；若二者属于同一个大类则设为０，表示该城市与所在省的主流文化没有

差异
　

①２９
　
。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使用的是中原官话，而黄河以北

四个城市焦作、新乡、安阳和鹤壁则主要使用晋语，因此我们将这四个城市

定义为与河南省主流文化不同，文化差异虚拟变量取值为１，相应地该变量在

河南省其他城市取值为０。
使用这种方法的一个潜在问题是文化的差异在地域上往往是渐变而不是

突变的，两地文化的差异很多时候是一个程度大小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相同

或不同。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福建省，闽语和闽台文化的特点是内部差异非常

大，如闽东话、莆仙话和闽南话之间通话难度很大，而西南部的龙岩市大部

分地区使用客家话，但市区闽南话也很普及，使用大类方言来度量时则只能

假设福建省除龙 岩 外 文 化 是 一 样 的，而 龙 岩 被 界 定 为 与 福 建 主 流 文 化 不 同。
这样的假设显然存在不合理性，但由于对渐变的文化差异的具体量化很难或

几乎不可能，我们只能使用一个虚拟变量来近似测度。测度误差是肯定存在

的，但这种测度误 差 在 模 型 中 是 随 机 外 生 的，既 不 与 核 心 解 释 变 量（文 化 分

割，即与所在省主流文化不同）存在必然相关性，也不与被解释变量（经济发

展水平）在理论上有任何必然的相关关系，可以认为是一个完全随机且外生的

干扰因素。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都不相关的解释

变量测度误差只会使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存在向零偏误，因此我们估计出的

系数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差异影响的下限。如果使用这种测度依然发现存在地

方保护主义的情况下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那么使用更精确的度

量只会发现更大的作用。

四、理论假说、模型和数据

相对于生活在同一文化中的人群，持有不同文化的人们在风俗 习 惯、道

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等方面会存在很多差异，而不同文化人群间培养互相信任

的难度也更大，这些差异和不信任就会提高交易成本并阻碍贸易的进行。我

们按与所在省主流文化是否相同将所有中国城市分成两类，一类是我们关注

的与本省主流文化不同而与邻省文化相同的被分割城市，也即计量分析中的

处理组，另一类是属于本省主流文化的城市，也即参照组或控制组。如果地

方保护主义壁垒限制了省际贸易，文化差异就会对第一类地区的经济增长产

①２９省会城市本身不在研究样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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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负面作用。而对于第二类地区，这种地方保护与文化差异的结合可能对当

地经济发展起到 正 面 作 用，因 为 它 们 本 来 就 主 要 与 省 内 城 市 进 行 贸 易 交 往，
地方保护的负面作用较少，而省内与本省主流文化不同的城市在面临省际地

方保护的壁垒时又被迫与这些主流文化地区进行更多的经济合作，因此主流

文化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能会从中受益，至少文化差异不会对它们产生负面作

用。由此可以得出

假说：被分割出所属区域文化，所持文化与本省主流文化不同的 地 区 的

经济发展水平会显著低于主流文化地区。
由于各种原因，每个省的地方保护水平是不同的，如果邻省地方 保 护 主

义较弱，那么被分割的城市与持有相同文化的邻省其他地区之间的交易成本

就不会被提高太多，可以预期文化差异的作用也会相应减少。相反，如果邻

省地方保护水平非常高，限制了大部分潜在可能的省际贸易，每个城市都只

能主要与本省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合作，那么与本省主流文化是否相同就会变

得非常重要，文化差异的作用也会更明显。从而可以得出

推论１：文化分割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作用将随邻省地方保护水平

的提高而加重。
另外，虽然元朝划分行政区的整体思路一直延续至今，明朝之后 行 政 区

划总体格局的变化不大，但是小范围的调整还是不少。因此不管是与本省主

流文化相同还是不同的地区，它们与自己现在的省会属同一省级政区的历史

长度都是存在差异的。相对于其他省的城市，属于同一个省级政区的城市之

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会更多，特别是与省会之间的交往，即使 是 文 化

不同的地区之间也是如此。虽然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进要比成文法律等正

式制度的演进慢得多（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１；Ｒ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４），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历

史长度也足以起到文化逐步同化的作用。因此被分割的地区如果被划入当前

省份的时间很长，那么历史长度所产生的文化同化可以减轻省内文化异质对

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也即文化差异的影响应更多地体现在新近被

分割的地区中。所以有

推论２：文化差异对被分割地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随它们与当前省会属

于同一政区历史的延长而减轻。
为了从实证角度分析省内文化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检验前

文提出的理论假说，我们使用一个简单的横截面数据模型：

ｌｎ（ｐｇｄｐ）ｉ＝α０＋α１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Ｘ′ｉβ＋εｉ，

其中ｉ表示观测点即城市，本文的研究范围是２４９个普通地级城市，也即从所

有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剔除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和其他副省级城市，因为

这些城市拥有很多其他城市没有的各种经济、财政、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自

主权和其他不可观测的发展优势，与其他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可比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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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新疆、西藏、青海和海南在剔除省会（首府）之后就只剩一个或没有

地级市，难以比 较 省 内 文 化 差 异 对 经 济 发 展 的 影 响，也 不 在 分 析 范 围 之 内。

依据研究经济发展的主流文献的做法，我们使用每个城市市辖区人均ＧＤＰ的

自然对数（ｌｎｐｇｄｐ）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之 所 以 选 择

市辖区而不是全市范围是因为文化差异影响的主要是工商业的发展，对农业

影响较少，而每个城市全市的经济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的差别很大，用全市

人均ＧＤＰ不能很好地反映当地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水平。我们使用２００９年和

２０１０年两年各城市市辖区人均ＧＤＰ的平均值以减轻特定年份的测度误差和随

机冲击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核心解释变量ｃｕｌｔｕｒｅ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每个城市所属

区域文化是否与该省主流文化不同，用该城市方言与省会方言是否不同来代

理。在表１的描述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有约２９％，即７２个城市使用的方言与

省会使用的方言不同，而与邻省其他城市使用的方言相同。按照我们的研究

假设，这些城市被定义为与所在省主流文化不同，也即被分割出了自己原本

所属的区域文化。由于省级区划对区域文化的打破是从政治角度人为进行的，

基本没有考虑经济发展因素，所以排除新疆、西藏、青海和海南之后，这些被

分割城市的分布是相当分 散 和 均 匀 的，没 有 集 中 分 布 在 某 个 区 域
　

①３０
　
。当 然，

方言也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的外生变量，除了来自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方言

分布还受到战争、移民、地理等因素的重要影响。但是在我们看来，方 言 及

其所代理的地方文化的分布与当代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存在

必然的相关关系。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地方文化和方言的研究专家

认为中国当前的方言分布是在宋代形成的，之后的方言分布变动很小。第二，

省级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的打破是从政治角度人为进行的，基本没有考虑经

济发展因素，暂时没有发现文献记录表明中央政府故意将某个经济发展比较

落后的地区划入持有不同地方文化的邻省，相反，关于中央政府从政治稳定、

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角度论述行政区划变革的记录却很多。第三，本文使用

的方言调查数据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完成的，相对于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
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具有较 强 的 外 生 性

　

②３１
　
。综 合 对 方 言 形 成 和 演 变 的 历 史，

行政区划思路的变迁和图形分布的分析，可以认为模型 的 核 心 解 释 变 量ｃｕｌ－
ｔｕｒｅ与各地区当代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因此本章的实证分析

不存在严重的逆因果问题。

①

②

３０被分割城市确实更多地分布在离省会 较 远 的 省 界 附 近，但 是 我 们 同 时 控 制 了 距 省 会 直 线 距 离 和 省 界
虚拟变量，在控制了距最近大城市直线距离之后距省会直线距离显著为正，省界虚拟变量也为正，并且不
显著。也即只有距最近大城市的距离（该变量显著为负）会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产生显著负面的影响，在
控制了距最近大城市直线距离之后本文没有发现距省会直线距离和位于省界会不利于城市的经济发展。
３１另外，本文还发现邻省地方保护主义更 强 或 者 新 近 被 划 入 当 前 省 份 的 非 主 流 文 化 城 市 受 文 化 分 割 的
负面影响更大，如果方言分布是由当代经济发展水平内生决定的，我们应该不会发现这两个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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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名 变量含义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ｐ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对数 ２４９　 １０．３８３　 ０．５８５　 ８．６９７　 １２．１１９

ｃｕｌｔｕｒｅ 不属于主流文化 ２４９　 ０．２８９　 ０．４５４　 ０　 １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邻省地方保护指数 ２４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８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ｅｎｇｔｈ 划入当前省历史长度 ２４９　 ７７２．２２１　 ３０２．３９１　 ６１　 １　０４９

ｓｅａｐｏｒｔ 海港城市 ２４９　 ０．０９２　 ０．２９０　 ０　 １

ｒｉｖｅｒｐｏｒｔ 长江港口城市 ２４９　 ０．０６０　 ０．２３８　 ０　 １

ｌｎｄｉｓｂｉｇｐｏｒｔ 距最近大海港直线距离对数 ２４９　 ５．８３４　 １．１５１　 ２．３０３　 ７．３９３

ｌｎｄｉｓｃａｐｉｔａｌ 距省会直线距离对数 ２４９　 ５．０７４　 ０．６７３　 ２．４８５　 ７．０２５

ｒａｉｌ 铁路个数 ２４９　 ２．５５４　 １．２３１　 ０　 ６

ｎａｔｉｏｎｒｏａｄ 国道个数 ２４９　 ２．５０６　 １．２８３　 ０　 ７

ｈｉｇｈｗａｙ 高速公路个数 ２４９　 ２．９９２　 １．４３７　 ０　 ９

ｌｎｄｉｓｂｉｇｃｉｔｙ 距最近大城市直线距离 ２４９　 ４．９３９　 ０．５９９　 ２．９４４　 ６．４５８

ｌｎｐｄｎｅｉｎｖｅｓｔ 人均国内非房地产投资对数 ２４９　 ９．７２９　 ０．５８１　 ８．０３４　 １１．４６１

ｌｎｐｄｎｈｉｎｖｅｓｔ 人均国内非住宅投资对数 ２４９　 ９．７８９　 ０．５８０　 ８．１３３　 １１．７０７

ｌｎｐｆｄｉ 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对数 ２４９　 ３．５８７　 ２．４９４ －４．７５４　 ７．０５４

ｆｒｅｖｅｎｕｅｒａｔｉｏ 预算内收入占ＧＤＰ比重 ２４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　 ０．２３０

ｆ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ｒａｔｉｏ 预算内支出占ＧＤＰ比重 ２４９　 ０．１５８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３　 ０．６４５

当然，不存在逆因果问题不代表对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估计就一定是一致

的，有些变量对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并且又与核心解释变量ｃｕｌｔｕｒｅ相关，如果

这些变量没有包括进模型，仍然会造成ｃｕｌｔｕｒｅ的系数估计的偏误，核心解释变

量的内生性问题依然存在。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核心解释变量之外我们加入了

很多可能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首先是每个城市是否在历史上作过

全国性政治中心（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区域性政治中心（ｏｐｃａｐｉｔａｌ），这些城市往往存在

一些地理、人文方面的发展优势，从而这两个虚拟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

某些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可观测因素。与省会使用方言不同的地区有很多

是离省会较远的城市，而较远的距离会提高运输成本，同样会减少贸易往来

和经济增长，因此我 们 还 控 制 了 距 省 会 直 线 距 离 的 自 然 对 数（ｌｎｄｉｓｃａｐｉｔａｌ）。
虽然几乎每个省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都是省会，但有不少地区离自己省会

很远，离其他省的省会或大城市却很近，而离最近大城市的距离同样会影响

贸易和经济，因此我们又控制了距最近大城市直线距离的自然对数（ｌｎｄｉｓｃａｐｉ－
ｔａｌ）。本文大城市的标准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人口或ＧＤＰ指标，因为那样会使

大城市都集中在东部沿海，中西部会很少，从而不能考虑到地区间经济发展

不平衡的问题。本文定义的大城市是指所有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其他副省级

城市。比如贵 阳、银 川，如 果 按 全 国 统 一 的 标 准 只 能 算 作 中 等 偏 大 的 城 市，
但是它们也是当地的经济中心，对周边地区有重要影响，因此按照我们的标

准把它们也界定为大城市是很合理的。
在区域经济和行政区划研究中有一些文献认为各省交界地区由于归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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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各省都不愿在这些地方进行投资，造成发展落后（刘君德和舒庆，１９９６）　

①３２
　
，

而我们的样本中有很多被分割出区域文化的城市也位于各省边界地区，为了

避免由此带来的高估文化差异的影响，我们也控制了是否位于省际边界地区

（ｂｏｒｄｅｒｃｉｔｙ）这个虚拟变量。此外，有些与所在省主流文化不同的地区位于山

区中，山区地形本身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能将其归因到文化差

异中去，所以模 型 也 控 制 了 每 个 地 级 市 的 平 均 海 拔（ｅｌｅｍｅａｎ）和 海 拔 标 准 差

（ｅｌｅｓｔｄ）。和其他研究区域经济的文献类似，我们也控制了距最近大型海港直

线距离的自然对数（ｌｎｄｉｓｂｉｇｐｏｒｔ），是否有大型海港（ｓｅａｐｏｒｔ），是否有大型河

港（ｒｉｖｅｒｐｏｒｔ），纬度（ｌａｔｉｔｕｄｅ），市辖区行政区域面积的自然对数（ｌｎａｒｅａ）以及

交通、气候等其他因素。之所以全部选择直线距离而不是实际交通距离，一

是因为不同交通方式的距离不同，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统一标准。而更重要

的原因是交通距离是一个内生性很高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往往首

先拥有直接通往省会和附近大城市的公路、铁路，而发展落后的地区则通常

要绕道才能到达，从而增加了交通距离，因此我们使用了统一的外生的直线

距离标准。此外，我们还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天然的发展 条 件、区

域发展政策等各省 之 间 不 同 但 省 内 相 同 或 变 化 很 小 的 影 响 经 济 发 展 的 因 素。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１，数据来源见表２。

表２　原始数据来源

变量名 数据来源

人均ＧＤＰ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区域文化分布 中国区域文化文献

方言分布 方言文献

各省地方保护水平 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中国企业家队伍调查数据计算得出

地理、气候数据 中国时间序列行政区域ＧＩＳ数据

由社会经济学数据 和 应 用 中 心（ＣＩＥＳＩＮ）、中 国 测 量 与 制 图

学院（ＳＡＳＭ）和 中 国 时 间 空 间（ＳＩＴＡ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联合开发

划入当前所在省历史长度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４、５、６、７册

《中国历代行政区划》

距大型海港直线距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地图集（２０１０）》

距省会直线距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地图集（２０１０）》

距最近大城市直线距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地图集（２０１０）》

铁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地图集（２０１０）》

国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地图集（２０１０）》

高速公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地图集（２０１０）》

国内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国内非住宅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①３２刘君德、舒庆，“中国区域经济的新视角———行政区经济”，《改革与战略》，１９９６年第５期，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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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数据来源

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五、省内文化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

（一）基本结果

　　首先来看存在省际地方保护的情况下省内文化差异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的基本情况，估计结果在表３中。第一列是最简单的基本模型，整体来看，

在控制其他 因 素 的 前 提 下 与 所 在 省 主 流 文 化 不 同 的 城 市 人 均 ＧＤＰ会 低 约

１４．９％，系数在１０％水平上显著，说明无论从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角度看，

文化差异都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控制变量中曾经是全国性政

治中心的城市（洛阳、开封等）人均ＧＤＰ高出其他城市约３０．９％，而是否曾经

是地方性政治中心对当代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作用。拥有大型海港和河港

的城市人均ＧＤＰ明显更高，分别比其 他 城 市 高 出 约２０．５％和４８．８％。之 所

以出现河港比海港更重要的结果，是因为已经控制了距离大型海港直线距离、

省份固定效应等因素，它们会吸收掉很多大型海港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发展优

势。并且在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之后距大型海港直线距离的自然对数这一变

量也不显著，这是因为在一个省内部，特别是内陆省份，距离海洋更近并没

有太多的优势。纬度、平均气温、平均降水以及它们的标准差无论从经济意

义还是统计意义来看都对人均ＧＤＰ都没有什么明显作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结果，相比于农业，现代工商业对气温、降水等气候因素的依赖是非常小的。

市辖区行政区域面积与人均ＧＤ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经济意义很小，

市辖区行政区域面积增加１０％，人均ＧＤＰ降低约０．７％，这种负相关可能是

因为经济落后 的 城 市 地 价 更 低，土 地 利 用 效 率 不 高，城 市 扩 张 过 度 造 成 的，

而不应理解为因果关系。距省会直线距离对城市经济表现有负面作用，距离

每增加１０％人均ＧＤＰ下降约０．６％，效果不是很大且在统计意 义 上 不 显 著，

说明省会虽然是每个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每个城市并不一定就必须要和省

会这一个城市进行经济分工和贸易往来，从而距省会直线距离的作用也不是

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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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ｐｇｄｐ　 ｌｎｐｇｄｐ　 ｌｎｐｇｄｐ　 ｌｎｐｇｄｐ　 ｌｎｐｇｄｐ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２＊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８＊ －０．１５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６）

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３０９＊ ０．２８６＊ ０．３１６＊ ０．２９９＊ ０．２５５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１６）

ｏｐ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０７０１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３８７ －０．００５３３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４）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０．０６４８　 ０．０６２６　 ０．１２０＊＊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ｓｅａｐｏｒｔ　 ０．２０５＊ ０．２６２＊＊ ０．３０２＊＊ ０．３１４＊＊＊ ０．３２６＊＊＊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１）

ｒｉｖｅｒｐｏｒｔ　 ０．４８８＊＊＊ ０．５１２＊＊＊ ０．５３３＊＊＊ ０．５２０＊＊＊ ０．４８９＊＊＊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ｌｎｄｉｓｂｉｇｐｏｒｔ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６１２　 ０．０５９９　 ０．０６５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１）

ｔｅｍｐｅｍｅａｎ　 ０．００３０４　 ０．００２１８　 ０．００９８３　 ０．００９７８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６６）

ｔｅｍｐｅｓｔｄ　 ０．００３８１　 ０．００３４４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ｐｒｅｃｉｍｅａｎ　 ０．０３８７　 ０．０６６９　 ０．２６８　 ０．２７３　 ０．２３６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２） （０．２３） （０．２２）

ｐｒｅｃｉｓｔｄ －０．５１５ －０．４８３ －０．４６６ －０．３０１ －０．２７２
（１．４３） （１．４２） （１．３４） （１．３６） （１．３８）

ｌｎａｒｅａ －０．０７２９＊＊ －０．０７５０＊＊ －０．０７０９＊＊ －０．０７１６＊＊ －０．０７０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ｌｎｄｉｓ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６２１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３７５　 ０．２２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６）

ｒａｉｌ　 ０．０５０５　 ０．０５３３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５５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ｎａｔｉｏｎｒｏａｄ －０．００４２２ －０．００４５６ －０．００９９４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８）

ｈｉｇｈｗａｙ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２９８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３７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ｅｌｅｍｅａｎ　 ０．０５７３＊ ０．０５６３＊ ０．０６１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１）

ｅｌｅｓｔｄ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３ －０．１１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３）

ｂｏｒｄｅｒｃｉｔｙ ０．０８１４　 ０．１１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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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ｐｇｄｐ　 ｌｎｐｇｄｐ　 ｌｎｐｇｄｐ　 ｌｎｐｇｄｐ　 ｌｎｐｇｄｐ

ｌｎｄｉｓｂｉｇｃｉｔｙ －０．３５７＊＊＊

（０．１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４９　 ２４９　 ２４９　 ２４９　 ２４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４３

　　注：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１０％、５％、１％的程度上显著。

（二）稳健性分析

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也许仅仅是因为这些被分割的地区由于地理阻断造

成交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而不是文化本身产生的影响，因此表３第二列考

虑了交通因素的作用，我们计算了每个城市在铁 路（ｒａｉｌ）、国 道（ｎａｔｉｏｎｒｏａｄ）
和高速公路（ｈｉｇｈｗａｙ）方面分别有多少条射线通往其他地级或以上城市。结果

显示国道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几乎没有相关关系，可能是因为国道覆盖范围

很广，几乎每个地级城市都有国道穿过，使得该变量在不同观测间变异很小。
而城市每多一条铁路射线通往其他地级或以上城市，人均ＧＤＰ提高５％，每

多一条高速公路射线，人均ＧＤＰ增加约２．７％，但两者在１０％水平上都不显

著，原因应该是三种交通基础设施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导致估计出的系

数标准误较大，铁路和高速公路的相关系数为０．３０，它们与国道的相关系数

都是０．２３。为了更直接地检验地形的影响，第三列中又加入了反映地形因素

的变量———海拔平均值和海拔标准差，考虑地形之后文化差异的系数 变 化 很

小而且绝对值更大了，被分割出所属区域文化的城市人均ＧＤＰ比其他城市低

１５．１％，这说明是否与本省主流文化存在文化差异与山区地形并没有必然关

系，而是行政区划人为划分的结果，文化差异与海拔平均值和标准差相关系

数都不到０．１。一般认为海拔越高、标准差越大的地方越可能是山区，海拔标

准差大表明地形凹凸不平不利于发展经济，结果支持了这一点，标准差增加

１００米人均ＧＤＰ会下降约１２％。但是控制海拔标准差、省份固定效应和其他

因素的情形下，海拔平均值还对经济表现有略微正面作用，每提高１００米人

均ＧＤＰ增加约６％，这可能是因为很多高海拔城市矿产资源丰富
　

①３３
　
。

为了控制省际边界效应的影响，第四列加入了边界城市虚拟变 量，它 与

核心解释变量文化差异确实存在约０．１７的正相关关系，但由于相关性不强而

且边界效应本身也很小，所以文化差异的系数并没有明显变化。之所以不存

在明显为负的边界效应是因为这种负面作用可能更多地体现在边界县级政区

在各省之间归属不清的情形中，而除了海南建省和重庆直辖这两个特殊例子

①３３由于矿产资源储量只有省级数据，所有模型又已经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因此无法直接检验这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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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行政区划调整完毕后直到现在从未发生过一个地级市

被整个划分到相邻省份的先例，因此可以预期没有哪一任省级领导会仅仅因

为这个因素不愿在某个地级城市投资
　

①３４
　
。第五列考虑了距最近大城市距离这个

因素，前文已提及不少城市附近的大城市并不是自己所在省的省会，这些大城

市有些是本省的副省级城市，如深圳、厦门、青岛等，到这些最近城 市 的 距

离也许比到省会的距离对经济影响更大。另外即使附近大城市属另外一个省，
如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离哈尔滨很近，而离通辽最近的大城市是长春，比呼和

浩特近很多，只要邻省地方保护不是太强，距最近大城市的直线距离也可能

比距省会的直线距离更重要，而结果支持了这种假说，距最近大城市距离每

增加１０％，人均ＧＤＰ会 下 降 约３．６％，其 效 果 远 大 于 距 省 会 直 线 距 离 的 影

响。但由于该变量与文化差异并没有必然关系，我们关注的文化差异的系数

估计值仍然很稳健没有显著变动。综合表３的结果，在加入各种控制变量之

后文化差异的影 响 都 是 相 当 稳 健 的，理 论 部 分 提 出 的 假 说 得 到 了 实 证 支 持，
省级行政区划对文化分布的分割造成的省内文化差异对被分割地区的当代经

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负面作用。
文化的演变是缓慢的，文化分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长期持续的。

前文仅使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两年ＧＤＰ平均值衡量每个城市当代经济发展水

平得出的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为了检验这些结果在更长的时期

内是否依然成立，我们还考察了文化分割对 各 城 市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 另 外１４年

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为了减少特定年份统计误差的影响，我们同样使用每

两年一次的平均值进行分析，结果在表４中。估计模型为表３第五列的基本

模型，使用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每两年一次的人均ＧＤＰ平均值 的 自 然 对 数 作 为 被

解释变量，表４的结果显示文化分割对被分割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负面作用是

长期持续的，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始终比主流文化地区低１５％—２０％　

②３５
　
。

表４　文化差异的长期作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２０３＊＊ －０．１３５ －０．１６５＊ －０．１５９＊ －０．１９０＊＊ －０．１５７＊ －０．１６４＊

（０．０８１）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９２） （０．０９） （０．０９）

①

②

３４周黎安和陶婧（２０１１）在控制了各种影 响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变 量 后，发 现 省 界 上 县 级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 水
平显著低于非省界地区，并将这一结果主要解释为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不利于不同省在省界地区进行经
济合作。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周黎安和陶婧（２０１１）并不矛盾，因为本文使用的是地级市市辖区的数 据，这
些市辖区绝大多数本身并不处于省界上，只是所属的地级市与其他省相邻，按照周黎安和陶婧（２０１１）的
研究标准，我们数据中处于省界的这些地级市市辖区基本上都不处于省界上，而是每个省的境内。
３５只有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两年平均值的结果在１０％水平上不显著，不过仍然有１３．５％的负面作用，这两
年数据的系数估计值与其他年份相差较多且不显 著 的 一 个 可 能 原 因 是 样 本 缺 失 较 多，样 本 量 只 有１９１，
因为很多当时还是县级市的城市在这两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没有统计人口，无法计算人均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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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２４　 １９１　 ２２５　 ２４１　 ２４９　 ２４９　 ２４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９　 ０．４３　 ０．４８　 ０．４６　 ０．４６　 ０．４２　 ０．４３

　　注：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所有模型控制了

省份固定效应和表３第五列的全部变量。

（三）机制解释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文化分割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稳健的

负相关性。对这些实证结果，我们的诠释是邻省地方保护主义和省内文化差

异相结合提高了被分割地区的贸易成本，从而经济发展受到不利影响，并且

属于同一省级政区历史的长度会通过文化同化减弱这种负面影响。下面我们

直接研究以上影响机制是否成立，从而可以更好地将我们前文的发现解释为

文化差异影响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

１．地方保护主义与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前文理论部分已经阐明省级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的打破并不必然导致被

分割出所属区域文化的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各种形

式的地方保护提高了省际贸易成本，使得被分割城市不能自由地选择经济合

作伙伴，从而被迫更多地与省内其他文化的城市进行省内贸易往来。由此得

出推论１：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负面影响将随邻省地方保护水平的提高

而加剧。我们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２年进行的 “中国企业家队伍调查”的

数据计算了各省的地方保护 主 义 指 数。具 体 而 言，调 查 中 的 一 个 问 题 是 “请

列出您尝试向其他省份销售商品时受到行政约束最多的５个省”，每个省被列

出一次记１分。首先我们将每个省的得分进行加总，然后考虑到经济规模越

大的地区会吸引更多的企业，我们将每个省的得分再除以该省的ＧＤＰ总量进

行了标准化，从而得出每个省的地方保护主义指数。
表５给出我们检验这一推论的实证结果，其中第一列仍然是复制表３最

后一列的基本结果
　

①３６
　
，而在第二列中同时加入了文化差异、邻省地方保护水

平以及二者之间的交叉项。第二列中文化差异自身的系数为０．０５且不显著，
表明在控制了邻省地方保护水平后文化差异自身不再显著影响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在考虑交叉项后，如果邻省是样本中地方保护水平最低的宁夏回族自

治区（指数为０．０１２），则文化差异的影响不到１％，可以认为对人均ＧＤＰ没

有什么作用。而 如 果 相 邻 的 省 份 是 地 方 保 护 水 平 最 高 的 河 南 省 （指 数 高 达

０．０８８），那么文化差异的影响将是４０．８％，远高于之前估计的平均水平。另

①３６后续结果使用的模型都是表３最后一列控制了最多其他因素的模型，为了节约篇幅不再报告其他控制
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和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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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对于持主流文化的城市，邻省地方保护每增加一个标准差（０．０１７）人均ＧＤＰ
会下降１２．３％，但是对于 与 主 流 文 化 不 同 的 被 分 割 城 市，这 个 影 响 会 增 大 到

２１．３％。这一结果说明省级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的分割与严重的地方保护结合

时将会对被分割城市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负面作用，也为推论１提供了支持。

表５　邻省地方保护水平的作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邻省地方

保护较强

邻省地方

保护较弱
沿海省份 内陆省份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１５４＊ ０．０５３９ －０．１７６ －０．０６０９ －０．０４６７ －０．２３２＊＊

（０．０８６） （０．１６） （０．１１） （０．１６） （０．１２） （０．１１）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５．２５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３．６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７．２４５＊＊＊

（２．４１）

观测值 ２４９　 ２４９　 １３３　 １１６　 ９７　 １５２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３　 ０．４８　 ０．５７　 ０．６１　 ０．４９　 ０．３９

　　注：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所有模型控制了

省份固定效应和表３第五列的全部变量。

可能由于文化差异和交叉项的相关性较高，上述结果中交叉项的ｔ值只有

１．４，在统计意义上不是很显著。为了进一步检验推论１，按照邻省地方保护

水平的中位数０．０３２，将全样本分成两组并分别估计文化差异的作用。第三列

的结果显示，对于邻省地方保护更强的城市，文化差异的作用是使人均ＧＤＰ
降低１７．６％（且接近统计显著水平），高于全部样本估计出的影响１５．４％，而

第四列表明在邻省 地 方 保 护 较 弱 的 城 市 中，文 化 差 异 仅 有６．１％的 不 显 著 影

响。虽然我们不能直接检验这两个系数之间的差异是否在统计上显著，但至

少从侧面支持了推论１，即省内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作用将随邻省

地方保护水平的提高而加剧。之前大多数关于地方保护影响区域经济的文献，
主要关注的是每个省地方保护水平对自身经济发展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较少

地研究对邻省的作用，更没有关注地方保护与文化差异相结合所发挥的负面

影响，本文的发现是对此类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
另一个影响地区贸易机会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是国际贸易的可能性。

因为我国沿海和内陆地区在国际贸易机会方面差别很大，而国际贸易机会的

多少会直接影响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因此另一个研究文化差异对地区经济

发展的作用机制的角度，是探讨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的分割在沿海和内地产

生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差别的程度又有多大。如果地方保护主义限制了

省际贸易，从而使得省内文化差异损害了被分割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我们

可以预期拥有更多国际贸易机会的沿海地区受省级贸易壁垒的影响会少，文

化分割的负面作用也会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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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将 研 究 样 本 分 为 沿 海 和 内 陆 两 组 子 样 本，前 者 包 括 从 辽 宁、
河北一直到广西的 普 通 地 级 城 市 的 市 辖 区，其 他 城 市 被 划 为 内 地 样 本。表５
第五列和第六列分别是沿海样本和内陆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其

他因素和省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沿海地区文化差异对人均ＧＤＰ只有４．７％的

影响而且 不 显 著，而 在 内 陆 省 份 被 分 割 城 市 的 人 均 ＧＤＰ比 其 他 城 市 低 约

２３．２％，且在５％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本文发现 的１５％左 右 的 平 均 负 面

影响几乎全部来自内陆地区，在国际贸易机会更多的沿海地区，文化差异的

影响很小。典型的例子是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城市，它们属 于 吴 越

文化，那里的人们说吴语，却被人为地划分到江苏省。根据我们的理论假说，

如果相邻的同属吴越文化 的 浙 江 省 和 上 海 市 实 行 地 方 保 护 主 义
　

①３７
　
，苏、锡、

常三市的经济发 展 将 受 到 严 重 负 面 影 响。但 由 于 处 于 沿 海 地 区 又 毗 邻 长 江，
外向型经济十分发达，这里始终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均ＧＤＰ与

北京、上海相当。假如这三个城市处于内陆又被分割出所属区域文化，这样

的经济表现则可能不会出现。
以上分析支持了我们的机制解释，也即文化差异起作用的基础是省级行

政区划打破文化布局和严重的地方保护同时存在，被分割城市与本省其他地

区的文化差异和与邻省持相同区域文化的城市之间的地方保护壁垒使得它们

无论与哪一边进 行 经 济 往 来 贸 易 成 本 都 更 高，从 而 经 济 发 展 受 到 很 大 限 制。
如果各省都不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每个地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贸易伙伴

和合作对象，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增长；另外如果省级行政

区划能够更多地考虑各地区域文化的布局而不是随意地人为划分，省内文化

差异出现的可能也会大大减少。而我们发现的现实状况却是不合理的省级行

政区划和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市场分割相结合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经济损失。

２．划入当前省份的历史长度与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虽然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要比正式制度的变革慢得多，但是中国几

千年的历史长度应该足以产生文化演进和同化。不管是从什么角度出发划分

的省级行政区划，被划入同一省的地区之间肯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往来更多，特别是作为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的省会城市更是这些交往的轴

心，成百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也足以在其中起到文化同化的作用。如果我们前

面的理论假说和实证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可以预期被分割出所属区域文化的

城市如果被划入当前省份的时间更长，由此产生的文化同化作用会削弱文化

差异与邻省地方保护相结合对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反，如果一个城

市是较晚被分割出去划入其他省份的，文化差异的作用就会更大。这就是前

文推论２所要表达的含义。根据语言和区域文化的研究文献，我国当前的方

①３７在我们的数据中浙江省地方保护水平 处 于 中 间 位 置，而 上 海 市 仅 次 于 河 南 省 是 保 护 水 平 第 二 高 的 省
级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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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区域文化分布格局早在宋代就已形成，所以本文对历史长度的测度从北

宋开始。
　

①３８
　具体而言我们计算了北宋至今每个样本中的普通地级城市与当前省

会属于同一省级政区的历史长度
　

②３９
　
，这个变量最大值是１０４９年，即从北宋建

国到２０１０年一直属于一个行政区，最小是６１年，即新中国成立后才 被 划 入

当前所在省。
验证推论２的分析结果在表６中给出，第一列依旧是复制表３第五列的

基本结果以便其他结果与之进行比较，在第二列中同时加入了文化差异，历

史长度及二者的交叉项，正的交叉项说明历史长度的提高可以减弱文化异质

的影响。由于变量之间高度相关导致的共线性问题，三个变量在统计上都不

显著，因此我们继续采用了分样本的处理方法。首先将全样本按照历史长度

的中位数７８４年分成两组，分别考察省内文化异质的影响。从第三列和第四

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被划入当前所在省历史较长的城市，文化异质的影

响较小，人均ＧＤＰ比不存在文化异质的城市低１０．９％，且不显著。而对于被

划入当前省历史长度较短的城市，文化异质的影响高达２３．８％，并在１０％水

平上显著。这些结果意味着，我们在前文发现的文化异质影响区域经济的基

本结果，更多地是由较晚才被分割出所属区域文化的城市导致的。虽然不能

直接检验两个系数估计值的差异在统计上的显著性，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支

持了推论２。更长的历史长度产生的文化同化可以减弱文化隔断对区域经济发

展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我们对于前文发现所做的诠释，也即文

化差异引起的非 正 式 制 度 冲 突 和 不 信 任 提 高 了 贸 易 成 本，损 害 了 经 济 发 展，
而不是主要由其他遗漏变量导致的结果。

表６　划入当前省份历史长度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历史长度

大于７８４年

历史长度

小于７８４年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１５４＊ －０．２６２ －０．１０９ －０．２３８＊

（０．０８６） （０．２７） （０．１１） （０．１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０００１３８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ｅｎｇｔｈ （０．０００３１）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ｅｎｇｔｈ －０．０００２５９
（０．０００２５）

观测值 ２４９　 ２４９　 １２５　 １２４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３　 ０．４４　 ０．６３　 ０．４７

　　注：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所有模型控制了

省份固定效应和表３第五列的全部变量。

①

②

３８虽然前文曾强调唐朝和宋朝的行政区划主要以山川河流为依据，尊重了人文地理单元的天然布局，但
是也不可能与区域文化分布完全一致，也有不少区域文化被分割的情况，只是元朝及以后这种打乱和 分
割要严重得多。
３９历代行政区划资料来 自 张 明 庚 和 张 明 聚（１９９６）。张 明 庚、张 明 聚，《中 国 历 代 行 政 区 划：公 元 前２２１
年—公元１９９１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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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可能解释

上文中发现的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也可能存在其他

的解释。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我们通过更多的计量分析来讨论这些另外的解

释，并与我们之前提出的关于文化差异提高交易成本且与地方保护主义相结

合损害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假说进行比较。这些分析的结果在表７和表８中给

出，其中表７和表８中的第一列依旧均为复制表３第五列的基本结果以便其

他结果与之比较。

表７　考察地理屏障因素和剔除四省的结果

（１） （２） （３）

剔除江苏、安徽、
河南、河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１＊ －０．１８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７） （０．１１）

ｌｎｄｉｓ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２２８＊＊ ０．１６７　 ０．１８８＊＊

（０．０９６）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１）

ｌｎｄｉｓｂｉｇｃｉｔｙ －０．３５７＊＊＊ －０．２２０＊ －０．３００＊＊＊

（０．１１） （０．１１９） （０．１１）

ｔｉｃｋ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ｔｉｃｋｂｉｇｃｉｔ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观测值 ２４９　 ２４９　 １９４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３　 ０．４４　 ０．４４

　　注：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所有模型控

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表３第五列的全部变量。

表８　投资和财政结果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人均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
人均国内非

房地产投资

人均国内非

住宅投资

人均外商

直接投资

预算内收入

占ＧＤＰ比例

预算内支出

占ＧＤＰ比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１５４＊ －０．１３７ －０．１２２ －０．１１９　 ０．５７６＊＊ ０．００２２７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２） （０．２４）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１２）

ｃｏｍｒａｔｉｏ －０．２１９

（０．２１５）

观测值 ２４９　 ２４９　 ２４９　 ２４９　 ２４９　 ２４９　 ２４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３　 ０．４４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７１　 ０．３９　 ０．３７

　　注：括号内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所有模型控制了

省份固定效应和表３第五列的全部变量。

１．文化还是地理

唐宋两代的行政区划主要是以山川河流为依据，元朝及之后的省级行政



６６８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５卷

区划不但没有尊重区域文化的布局，还打破了天然的地理单元，省内不但广

泛存在区域文化的差异而且还有长江、黄河、秦岭等大型地理屏障。但本文

的分析中并没有直接考虑大型地理屏障和地理单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

是因为没有衡量地理单元的统一标准，虽然有长江、黄河、淮河、秦 岭 等 少

数大型天然地理屏障，但是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对每个省、每个城市都去度量

哪些城市与省会 城 市 属 于 同 一 地 理 单 元，哪 些 城 市 又 属 于 不 同 的 地 理 单 元。
相比较而言，对区域文化的衡量更为可行，因为一般省会城市所属的区域文

化和使用的方言都是该省大多数人口持有的文化和方言，且省会城市基本上

都是每个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省会文化可以代表每个省的主流文化，也

很容易度量其他普通地级城市是否也属于这个主流文化圈。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模型中加入每个城市到达省会城市的汽车票

价（ｔｉｃｋｃａｐｉｔａｌ）和到达最近 大 城 市 的 汽 车 票 价（ｔｉｃｋｂｉｇｃｉｔｙ）这 两 个 交 通 成 本 变

量来间接考察山川河流等地理屏障通过交通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之所以

选择汽车票，是因为汽车票价由本地地理位置和条件决定，能够反映实际的

运输成本，如隧道通行费、过桥费、环山绕行的额外费用等都会加到汽车票

价中，这些都能很好地反映两地间是否有天然地理屏障。而火车票基本由铁

路管理部门统一按里程定价，很少考虑个别地区的地理状况。民航的定价也

有相同的问题，而且主要取决于直线距离的长短，不反映地理状况，更重要

的是省内交通依靠民航的情况是很少的，特别是省会周边较近的城市。
表７第二列的结果表明加入了两个交通成本新变量后文化差异的系数估

计值只有略微减少并且依然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到达省会的汽车票价没

有明显作用，而到达最近大城市的汽车票价则显著为负，它吸收了距最近大

城市直线距离的影响，后者的系数估计值减少很多。综上可以认为在交通十

分发达的今天，已经控制直线距离和交通费用之后所发现的文化差异与经济

发展的负相关关系不大可能是天然地理屏障等地理因素造成的，而是文化差

异与地方保护主义相结合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损害了区域经济发展。

２．文化还是语言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文化异质，而是否与所在省主流文化不同的具体

测量方式是每个城 市 所 使 用 的 方 言 与 省 会 使 用 的 方 言 是 否 属 于 同 一 个 大 类。
因此，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便是：到底是风俗习惯、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等文化因 素 的 差 别 还 是 语 言 本 身 的 不 同 造 成 了 前 文 所 发 现 的 稳 健 的 结 果？

Ｇｕｉ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在研究欧盟国家之间文化差异对国际间信任、贸易和投

资的影响时重点讨论了 “文化效应”和 “信息效应”，文化效应即文化差异产

生的不信任和非正式制度冲突所带来的影响，而信息效应是两国间纯粹因为

语言不通而对跨 国 贸 易 和 投 资 产 生 的 负 面 影 响。相 对 于 国 际 间 的 语 言 障 碍，
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语言障碍是很小的。归功于新中国建立多年来的普通

话和基础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大部分中年人和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能较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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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地掌握普通话，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即使家乡方言完全不同也可以使用普通

话这一工具进行很好的交流，因此方言本身差别带来的 “信息效应”并不重

要。但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同化则不可能这么快地完成，“文化效应”仍有重

要的作用。
此外，中国北 方 方 言 内 部 一 致 性 较 高，即 使 都 说 各 自 的 方 言，从 东 北、

华北到西北广大地区的人们都可以互相通话，而南方方言内部高度的差异经

常使得相邻两个县的人都无法使用方言进行交流。假如主要是方言本身在交

流过程中的角色在起作用，那么我们可以预期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地级市

级别的方言差异并不重要，因为假设所有人都使用各自家乡的方言，北方跨

语言大类也可以交流，而南方跨小片就难以交流，更不用说跨片或跨语言大

类。因此地级市之间方言是否属于同一大类根本不重要，只有在江苏、安徽、
河南和湖北这种横跨南北的省份，省内大类方言差异才起作用。为了检验这

一假说，表７第三列是剔除了这四个省之后的结果，可以发现省内文化差异

的影响其 实 比 全 样 本 更 大 了，对 人 均 ＧＤＰ有 约１８％的 负 面 作 用，虽 然 在

１０％水平上不显著，但ｐ值只有０．１０６，非常接近传统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前

文发现的省内文化异质与地方保护相结合对被分割城市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应该是由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不同方言本身的障碍导致的。

３．文化还是政治因素

对本文基本结果的另一个可能解释是这些被分割的城市由于不属于所在

省的主流文化，政治地位比较低，从而在省级经济、投资和财政政策中受到

了歧视，遭到不公正待遇，同样可以使得这些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但这不能

解释为是文化差异和贸易成本增加导致的。
为了检验这种假说是否成立，我们首先在省内不同地区文化数目超过一

个的１７个省中，计算了本届省委常委成员来自非主流文化地区的比例。在去

除籍贯是外省和本省省会的官员之后，来自非主流文化地区的官员占５０．５％，
即使包括进籍贯是省会城市的官员，这一比例也高达４４．３％，与５０％没有显

著性差别。另外考虑 到 非 主 流 文 化 地 区 的 城 市 数 量 和 人 口 数 量 都 低 于５０％，
所以在省委常委成员中这些地区其实还稍占优势，至少没有遭到歧视。另外，
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还加入了来自每个城市的常委成员占省委常委的比

例（ｃｏｍｒａｔｉｏ），表８第二列显示这一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不显著，并且与

核心解释变量文化分割略有正相关关系，说明并不是文化分割地区的官员在

晋升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在省委常委中代表性较低进而导致这些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更低。
接下来我们进行投资和财政方面的比较。在现有数据条件下，全 社 会 固

定资产投资可分为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房地产投资（其中还可以区分出住宅投

资）和其他国内投资三个部分。表８第二列和第三列结果表明省内文化异质使

人均国内非房地产投资减少约１２．２％，使人均国 内 非 住 宅 投 资 减 少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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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个系数在１０％水平上都不显著。而第四列表明被分割城市的人均外商

直接投资要高出５７．６％，这说明在中外文化差异的大背景下省内文化的异同

对外资显然是不重要的，外资可能正是利用了内资因为文化异质而留出的投

资空缺。总体上看，没有证据表明文化异质对被分割城市的投资有显著的负

面影响。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在投资项目上的重要地位，这些结果不能支持政

府投资方面的不公正待遇导致了被分割城市发展落后的论点。利用地方财政

预算内收入和支出分别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每个城市的财政负担比，第五列

和第六列的结果表明文化异质对被分割城市的财政负担比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即没有发现这些城市在省内财政资源分配中受到歧视，所以认为是财政方面

的不公正待遇导致了被分割城市发展落后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另外，一个从政治角度出发的解释是元朝及以后的朝代主要是从政治稳

定角度考虑划分省级政区的，因此有些被分割地区可能历来反抗中央统治的

倾向就比较强烈，同时这些地方正好又是自然环境恶劣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地

区，所谓 “穷山恶水出刁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发现的数量关系就不能

解释为是文化差异阻碍了经济发展，而是这些地区先天不利于经济活动而恰

巧又因为政治原因被分割出所属区域文化到了其他省份。针对这一疑虑，我

们的解释有两点，一是前文机制解释部分已经说明邻省地方保护水平下降或

者更长的历史产生的文化同化都可以减轻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机

制支持了文化差异通过非正式制度冲突和不信任提高贸易成本进而损害经济

发展的假说，而如果被分割地区因为先天非人为的因素导致经济落后，那么

这些机制就不会成立。另一方面，前文稳健性分析部分已经表明在控制了山

区因素以后文化差异的影响几乎没有变化，虽然山区因素本身确实不利于经

济发展，但它与我们的核心解释 变 量 文 化 差 异 没 有 必 然 相 关 性，也 许 “穷 山

恶水出刁民”的说法成立，但是被省级政区分割出所属文化的地区并不主要

是这些地方。

六、结论和政策讨论

基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割据的担忧，自元朝开始我国一级行政区划不再遵

循山川河流等大型地理屏障，人文地理单元被打破，区域文化分布也被严重

打乱。很多持不同方言、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迥异的地区被人为随意地划分

到同一个省中，造成每个省内部都分布着多种区域文化，而同一个区域文化

内的城市则被分割到两个甚至多个省之中。其中省会城市代表的文化一般都

是该省大部分地区和人口持有的文化，被视为每个省的主流文化，而被人为

划入这个省的其他文化的地区则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种省内文化差异在农业社会或政府干预很少的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

济中对区域经济都不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当前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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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治理体制下，每个省都面临强烈的激励来使用各种手段维护本地的相对

经济优势，甚至与邻省两败俱伤也在所不惜，导致全国大市场被分割成很多

个省内小市场。即使加入 ＷＴＯ之后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已经高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但是只要地方政府维护本地经济增长的强激励存在，省际贸易成本就

一定高于省内贸易成本，不管这种更高的成本来自行政、司法、财政还是其

他方面。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被分割出自己所属的区域文化到其他省份的城

市与本省其他城市贸易时，因为文化差异产生的不信任和非正式制度冲突提

高了交易成本，与 持 有 相 同 文 化 的 邻 省 城 市 间 又 存 在 更 高 的 省 际 贸 易 成 本，
经济合作和贸易来往受到限制从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本文的研究支持了以上理论预期，与本省主流文化存在异质的城市的人

均ＧＤＰ确实显著低于其他城市，并且邻省地方保护水平越高时这种文化差异

的负面作用更大。此外，本文还发现文化同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省内文

化异质的负面影响，被分割城市划入当前省份的历史越长受到的文化异质的

限制就越小。针对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治理体制在短期内很难有根本改革，

从而地方保护也 不 可 能 在 短 期 内 消 除 的 现 状，比 较 理 性 的 政 策 启 示 应 该 是，

局部的边际的行政区划调整应该更多地考虑文化传统因素，以尽量使区域文

化接近的地区更多地被划入同一个行政区，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文化差异和

地方保护相结合所产生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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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Ｃｈｅｎ，Ｊ．，ＧｅｏＣｈｉｎ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Ｄｅｌｈｅｙ，Ｊ．，ａｎｄ　Ｋ．Ｎｅｗｔ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ｕｓｔ：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Ｎｏｒｄｉｃ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５，２１（４），３１１—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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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Ｊｉｎ，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Ｊｉｎ，Ｔ．，ａｎｄ　Ｙ．Ｗａ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１，１０—１５．（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２］Ｇａｏ，Ｘ．，“‘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４，４，２１—２９．（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３］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Ｄ．，Ｔｒｕｓｔ：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１９８８．
［１４］Ｇｏｎｇ，Ｙ．，Ｉ．Ｈ．Ｃｈｏｗ，ａｎｄ　Ｄ．Ａｈｌｓｔｒｏｍ，“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Ｄｉａｌｅｃｔ，Ｊｏｂ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ｎｅｓｓ，ａｎｄ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２８，２２１—２３８．
［１５］Ｇｕｉｓｏ，Ｌ．，Ｐ．Ｓａｐｉｅｎｚａ，ａｎｄ　Ｌ．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ｉａｓ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９，１２４（３），１０９５—１１３１．
［１６］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Ｗｏｒｋ－ｒｅ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Ｂｅｖｅｒｌｙ

Ｈｉｌｌｓ，ＣＡ：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０．
［１７］Ｋｎａｃｋ，Ｓ．，ａｎｄ　Ｐ．Ｋｅｅｆｅｒ，“Ｄｏ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ｖｅ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ｙｏｆｆ？Ａ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ｖｅｓ－

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７，１１２（４），１２５１—１２８８．
［１８］Ｋｎａｃｋ，Ｓ．，“Ｇｒｏｕｐｓ，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Ｃｒｏｓ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ｔｎａｍ　Ｈｙ－

ｐｏｔｈｅｓｅｓ”，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２００３，１１７，３４１—３５５．
［１９］Ｌａｗ，Ｍ．Ｔ．，Ｙ．Ｌｉ，ａｎｄ　Ｃ．Ｌｏｎｇ，“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Ｍｅｍｏ．（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Ｌｉ，Ｊ．，Ｋ．Ｌａｍ，ａｎｄ　Ｇ．Ｑｉａｎ，“Ｄｏ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ｒｍ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１，３２（１），１１５—１３１．
［２１］Ｌｉ，Ｄ．，Ｃｈｉｎ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ａｉｙｕａｎ：Ｓｈａｎｘｉ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Ｌｉｕ，Ｊ．，Ｒ．Ｊｉｎ，ａｎｄ　Ｋ．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Ｌｉｕ，Ｊ．，ａｎｄ　Ｑ．Ｓｈｕ，“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Ｅ－

ｃｏｎｏｍｙ”，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１９９６，５，１—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Ｌｏｎｇ，Ｘ．，ａｎｄ　Ｊ．Ｗａｎｇ，“Ｌｏｃａｌ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ＩＰ　Ｃａｓｅｓ”，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４，３，３—１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Ｌｕ，Ｍ．，ａｎｄ　Ｚ．Ｃｈ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３，４２—５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Ｌｕｏ，Ｙ．，ａｎｄ　Ｍ．Ｐｅ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ｉｎ　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９，３０（２），２６９—２９５．
［２７］Ｍｅｚｉａｓ，Ｊ．Ｍ．，“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ｓｕｉｔ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２，２３（３），２２９—２４４．
［２８］Ｎｏｒｔｈ，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

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２９］Ｎｏｒｔｈ，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１９９１，５（１），９７—１１２．
［３０］Ｏｓｔｒｏｍ，Ｅ．，ａｎｄ　Ｊ．Ｗａｌｋｅｒ，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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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Ｐａｎ，Ｚ．，Ｈ．Ｙｉｎ，ａｎｄ　Ｍ．Ｌｕ，“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ｒｍ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８，７，１０３—１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Ｐａｒｋ，Ｓ．Ｈ．，ａｎｄ　Ｇ．Ｒ．Ｕｎｇｓｏｎ，“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

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７，４０（２），２７９—３０７．
［３３］Ｐａｘｔｏｎ，Ｐ．，“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１０５（１），８８—１２７．
［３４］Ｐｏｎｃｅｔ，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３，ｍｉｍｅｏ．
［３５］Ｐｏｎｃｅｔ，Ｓ．，“Ａ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ｉｓ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１３（３），４０９—４３０．
［３６］Ｑｉａｎ，Ｙ．，ａｎｄ　Ｇ．Ｒｏｌａｎｄ，“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１９９８，８８（５），１１４３—１１６２．
［３７］Ｒｏｌａｎｄ，Ｇ．，“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Ｆａｓｔ－ｍｏ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ｌｏｗ－ｍｏｖ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３８（４），１０９—１３１．
［３８］Ｓｈｅｎ，Ｌ．，ａｎｄ　Ｙ．Ｄａｉ，“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Ｅｃｏｎｏ－

ｍ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０，３，１２—１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Ｓｈｉ，Ｙ．，ａｎｄ　Ｌ．Ｚｈｏｕ，“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１，１７—２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０］Ｗａｎｇ，Ｅ．，Ｃｈｉ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１］Ｗａｎｇ，Ｍ．，Ｑ．Ｈｕａｎｇ，ａｎｄ　Ｌ．Ｄｉｎｇ，“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ｏｆ　Ｌｏ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９，１，４３—４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２］Ｗａｎｇ，Ｘ．，ａｎｄ　Ｈ．Ｎｉ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０，４，４２—５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３］Ｘｉｅ，Ｂ．，ａｎｄ　Ｙ．Ｗｕ，“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ｑ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１，１３—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４］Ｙａｎ，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ｕ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５］Ｙｏｕｎｇ，Ａ．，“Ｔｈｅ　Ｒａｚｏｒｓ　Ｅｄｇ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１１５（４），１０９１—１１３５．
［４６］Ｚｈａｎ，Ｂ．，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Ｓｕｒｖｅｙ．Ｗｕｈａｎ：Ｈｕｂｅ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４７］Ｚｈａｎ，Ｂ．，“Ｆｕｒｔｈ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２００２，４，３４４—

３５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８］Ｚｈａｎｇ，Ｍ．，ａｎｄ　Ｍ．Ｚｈａｎ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２２１Ｂ．Ｃ—１９９１Ａ．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９］Ｚａｋ，Ｐ．Ｊ．，ａｎｄ　Ｓ．Ｋｎａｃｋ，“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１，１１１，２９５—３２１．
［５０］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ｄ　Ｊ．Ｍａ，“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Ｖｉｃｉｏｕ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

ｎａｌ，１９９９，６，１１—２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１］Ｚｅｒｆｕ，Ｄ．，Ｐ．Ｚｉｋｈａｌｉ，ａｎｄ　Ｉ．Ｋａｂｅｎｇａ，“Ｄｏｅｓ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ｒｕｓ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ｆ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２００９，１８（１），１５３—１７５．
［５２］Ｚｈｏｕ，Ｌ．，“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６，３３—４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３］Ｚｈｏｕ，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７，７，３６—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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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Ｚｈｏｕ，Ｚ．，ａｎｄ　Ｒ．Ｙｏｕ，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９８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５］Ｚｈｕ，Ｊ．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ｕｈ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Ｈａｒｍ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ＸＩＡＮＧ ＧＡＯ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ＨＥＲＹＬ ＸＩＡＯＮＩＮＧ ＬＯＮＧ①＊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ｌｅｖ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ｅａｋ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ｏ　ｌｏｃａｔ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Ｔｈ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ｔｈｅｙ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ｍ　ｗｈｉｃｈｅｖｅｒ　ｓｉｄｅ　ｔｈｅｙ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ａｒｍ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ａｓ　ａ　ｐｒｏｘｙ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ｒａ－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ｉ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ｉ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ｌｏｎｇ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
ｒ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ｓｕｂ－
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ｄｉａｌｅｃｔ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４３，Ｒ５８，Ｈ７０

①＊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Ｃｈｅｒｙｌ　Ｘｉａｏｎ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ｈｅ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４２２Ｓｉｍ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Ｒｏａｄ，Ｘｉａｍｅｎ，Ｆｕｊｉａｎ，３６１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８６－５９２－２１８２０７５；Ｅ－ｍａｉｌ：ｃｘｌｏｎｇ＠ｘｍｕ．ｅｄｕ．ｃｎ


